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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儿诗:从中国到朝鲜的文化旅行
刘 京 臣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市100875)

摘 要:兴起于唐宋并大盛于其后的“洗儿”习俗,不仅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流行,还影响到了边疆地

区和其他兄弟民族。流风所及,朝鲜亦有洗儿习俗。因洗儿而生的洗儿诗,是一种为新生儿祈福、祝愿的诗歌

样式。朝鲜洗儿诗中,对新生儿的期许主要表现在追求寿富、仕宦顺遂与诗书传家三个层面。洗儿之时还常

有赐名之举,它与洗儿一道成为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由洗儿习俗到洗儿诗、洗儿文化,反映出中

华文明对朝鲜的影响,经由最初的民俗最终上升到了文化层面,这是东亚汉文化圈形塑过程中的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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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时空观照下的洗儿习俗

“洗儿”是中国唐宋时期在宫廷与民间流行的一种为新生儿洗身的习俗。有不少文献记载了唐

代宫廷中的洗儿之事。《次柳氏旧闻》载,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代宗出生三天,唐玄宗因其洗浴

之事亲赴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1]。《金銮密纪》载,天复二年(902),唐昭宗因皇女生三日,“赐洗

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2]。当此局势板荡、唐室乱离之际,昭宗仍能沿袭宫掖旧习不

怠,可见此风在有唐一代之盛。王建又有“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3]之诗,遂知唐时宫

廷内非常重视洗儿之事,既有金盆之洗浴,又要赏赐洗儿果子、洗儿钱等。到了宋代,洗儿习俗愈加

流行,甚至演变成为“洗儿会”。《东京梦华录》记载甚详:“三日落脐、灸囟,七日谓之‘一腊’。至满

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下果

子、彩、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绕之,名曰‘围盆’;以钗子搅水,谓之‘搅盆’。观者各撒钱于水中,谓
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坐客。抱牙儿入

他人房,谓之‘移窠’。”[4]可知在宋代,三日时要“落脐、灸囟”,满月时方举行“洗儿会”,其间亲友纷

至,以香汤洗浴,浴盆中有“果子、彩、钱、葱、蒜”等,大抵钱取富贵、葱取聪明之寓意。还有一些文献

显示,宋代洗儿与唐代一样,都是在第三日进行,又称“洗三”。王禹偁有诗《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

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即是对张屯田得子之后三日洗儿时竟然不会宾客而戏作此诗,诗云: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咏弄璋篇。洗儿已过三朝会,屈客应须满月筵。桂子定为前进士,兰芽兼

是小屯田。至时担酒移厨去,请办笙歌与管弦。”[5]可知宋初便是三朝洗儿,且应置办酒席,筵宴宾

客。再如苏轼《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写的也是三朝洗儿之事:
“惟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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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6]这首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过吴兴,恰逢李公择生子三日

洗儿,“犀钱玉果”正是宋代的洗儿习俗。
这一习俗在唐宋两代逐渐由宫廷走向民间,长期流传后世,甚至在晚清民国文献中仍能看到洗

儿的记载。从地域看,除中原之外,一些边疆地区也受到洗儿习俗的影响。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莫

高窟藏经洞出土北宋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其中一幅榜书“十月将满,产后母子俱

显,洗浴时”,表现“产妇在房内就褥,丈夫在一旁陪伴。屋外是浴儿的情景,一妇人抱婴儿在高底座

的盆中洗浴,旁立一梳双丫髻的侍女”[7]的洗儿图景,“反映了当时敦煌地区生儿育女的民俗风情和

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景”[8],这说明洗儿习俗至少在宋初便已传播到了西部边陲。据李晖考察,清末

民初洗儿习俗非但流传了下来,还呈现出多种样态,例如北京、天津、桐城、翁源等地各不相同[9]。
不仅是汉族,其他兄弟民族如满族、藏族、回族、土家族、基诺族、哈萨克族、朝鲜族、乌孜别克族、畲
族等,也都有洗儿的记载。至于洗儿的时间,大部分是在第三天,也有的是在第七天、第九天甚至如

《东京梦华录》所记是在满月的。
随着洗儿习俗的流行,与之相关的洗儿诗词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成为诗坛上别有特色的

文学样式。就洗儿诗而言,或出自应制,或出于自题,或出于赠贺,大多寄托了对新生儿的祝福,有
时还有对家族的期许。任士英[10]、胡发强等[11]、李晖[9]、王友胜等[12]的相关研究,或从民俗学或从

文学角度入手,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对宋代以降洗儿诗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正体的洗

儿诗外,还有人将《安禄山事迹》中记载的“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一事写入洗儿诗中,以成“洗禄”
一体,借以咏史;而袁枚不以为然,起而为贵妃雪冤,诗坛上遂出现了“洗儿”“洗禄”与“洗冤”的多重

描写。如果说洗禄诗是洗儿诗的变调、变体,那么洗冤之作则是一变而再变,离正体的洗儿诗主旨

愈行愈远了[13]。
既然洗儿习俗如此流行,洗儿诗如此大行其道,那么同处东亚文化圈内的朝鲜,在历史上是否

也有洗儿习俗呢? 如果有,是否也同样产生了洗儿诗? 朝鲜文学视阈中的洗儿诗又呈现出怎样的

态势? 这些都是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二、寿与富:源自《尚书》时代的期盼

“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接,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渗

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14]424,朝鲜在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与端午、七
夕、中秋等一样,洗儿习俗也传到了朝鲜,朝鲜文人开始效法中国诗人创作起洗儿诗来,这一诗歌样

式最终成为朝鲜诗坛的题材之一。其创作情况如何、有何突出特色,目前学界对此还未见关注。
通过对李朝中晚期和日本侵略时期朝鲜文坛的梳理,发现“寿”在朝鲜洗儿诗中出现频率较高。

有人或认为,对于寿、富、禄的追求,往往体现出世俗的市井气息,但《尚书·洪范》即有“五福”之说:
“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与之相对的是“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15]“五福”指人蒙福祐之五事,“六极”指穷凶极恶之六事。可

见追求寿年绵长、家丰财货、无疾病、好美德以及成其寿考之命而不横夭,自古以来就是很自然的切

合天性的反映。
宋运会(1874-1965)有两首《正朝洗儿》,皆质朴无华,绝无点缀,纯是胸中所愿,脱口而出:“晨

听儿啼乳,喤喤讶凤笙。英英清秀气,朝日入窗明。生才满一月,送旧又迎新。为尔加余寿,将看学

日新。”[16]正月初一,朝日入窗,传来儿啼声,新旧相交,天增岁月人增寿,遂有“为尔加余寿”之祝。
再由“生才满一月”来看,当时朝鲜的洗儿活动也有在满月举行的。

金允植(1835-1922)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尝奉命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外事。甲

午新政际,为外部大臣,参画机务,拮据经营,其功不尠。既遭困厄,流谪数年,屡踬屡起,而出处去

就之际险夷如一,未尝失其义”[17]229。他是朝鲜社会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德富正敬在《云养文集序》



中推重其为李朝五百年“其学纯正,其文高古,与其人足传不朽者”之“第一人”[17]229。丁酉年

(1897),诗人63岁,祸几不测,蒙恩减死,流放济州。两年之后,时当己亥(1899),诗人65岁,仍在

流放地济州。次子裕问出生后,作《奉酬郑葵园贺子诗十三韵》一诗,他所表达的第一愿望是“儿生

但愿寿”,诗云:“儿生但愿寿,未暇祝余福。愚鲁亦何伤,所贵至性笃。我生多险衅,孤苦忒无匹。
一子随孑孑,四庙临秩秩。如彼车无辅,臲卼意靡亿。到老不自期,犂牛生骍特。亲知皆动色,贺语

纷相续。抚顶喜不禁,思归心倍速。白饭代汤饼,今日是七日。啼声满四邻,已觉和气溢。穷居无

好话,好话今始述。聊将一杯酒,酬君十三祝。天意竟如何,肯否畀后禄?”[17]309在诗人看来,“寿”是
第一要意。与“寿”比起来,“余福”尚未顾及。而愚鲁还是聪慧并不是很重要,“所贵至性笃”。诗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感慨呢? 他一生多贬谪经历,“我生多险衅,孤苦忒无匹”,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另外,诗歌还说“白饭代汤饼,今日是七日”,这说明两点:一是囿于条件,洗儿时原应准备的汤饼由

白饭来代替;二是这次洗儿,在第七日而非第三日。
在有些诗人看来,能够得子,是上天的恩赐,正如安国弼(1784-1843)《洗儿诗》小序所说:“晚

而举男,幸天不斩鄙人后也。见渠荣达之望,是余事。而一心所祝愿,寿也。谨用朱韦斋先生《洗儿

诗》韵以祈于产室之神,事涉猥越,而以叙余本情云尔。”[18]在他看来,“只幸吾家传有子”是上天不

断其后嗣,康健长寿是洗儿之时“一心所祝愿”者,“那能复望学成儒”,至于诗书传家、荣达显耀则是

余事。
“寿”,可以视为对新生儿初临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最质朴的祝愿,其中既隐含着对其来之不易

的感慨,又包含着对其尽可能延长阅世周期的期待。最初的祝愿发出后,随之而来的便往往是

“富”。朴元默《十月十八日生男》诗中有云“慈氏抱孙诚祝愿,文章寿富贵生贤”[19],对句“文章寿富

贵生贤”短短七字至少包含了五层意思:所谓“文章”也就是大块文章、锦绣文章,唯有此,才有机会

占鳌头、入殿堂,荣至公卿;其次是“寿”;再次是“富”“贵”与“贤”。
对寿的追求,历来似乎并无异议;但对于富贵,从中国到朝鲜都有不同的声音。士大夫耻言富

与贵,故韩愈劝学教子诗《示儿》《符读书城南》饱受争议,胡仔称苏轼认为韩愈《示儿》诸诗未若老杜

示宗武以圣贤之事,徒以富贵利禄诱之。相较之下,赵翼的观点则较为公允:“《示儿》诗自言辛勤三

十年,始有此屋,而备述屋宇之垲爽,妻受诰封,所往还无非公卿大夫,以诱其勤学,此已属小见。
《符读书城南》一首,亦以两家生子,提孩时朝夕相同,无甚差等;及长而一龙一猪,或为公相,势位赫

奕,或为马卒,日受鞭笞,皆由学与不学之故;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其后也。不知舍利禄

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

辱为劝诫耶?”[20]在赵翼看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是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无此说。那么,
深受朱子之说影响的朝鲜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能否求“富”,在朝鲜同样是一个问题。赵存荣生子三日,其妻借麦于邻,折葵于圃,洁器净盘,
荐享于室之西北隅,卧儿于南牖下,恭跽而祝曰:“一曰富,二曰康宁,三曰无好书,四曰无迂阔,五曰

无拙。”赵存荣从旁笑曰:“妇人之不识字,昧道理若此哉。”遂以《尚书·洪范》“五福”为例,称父母之

于子,莫不以嗜书为愿,“小而驰名艺苑,早登荣途;大而乐道山林,为世宗儒”。若果然如其妻所祝

祷,赵存荣宁愿其子迂阔,“于家而无近于利”;宁愿其子朴拙,“于谋身而无滥于行”。在赵存荣看

来,宁可“迂阔”与“拙”,也不可“近于利”“滥于行”。其妻遂以其矛攻其盾,称丈夫“目不窥三年之

蔬,足不迹五亩之桑,手有漂麦之竿,腰无带经之锄”,虽“瓶之竭矣,室之磬矣,於陵之螬李不完,花
溪之凤褐多补,未尝见皱眉向人”,且其“好书益淫,进途愈蹇。去年屈礼部,今年黜殿策。三十布

衣,藜藿不充”,可否谓之“迂阔”,可否谓之“拙”,可否谓之“好书”? 好书若此,并不见所谓书中有黄

金屋。那么,到底是先生欺人,是先生所好之书欺人? 书已病先生,殆不可复以“先生之病病

儿焉”[21]238-242。
赵存荣与其妻的对话发生在洗儿时,焦点主要在于其妻的“两求”“三不求”,求“富”、求“康宁”,



而不求“好书”、不求“迂阔”、不求“拙”。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赵存荣“好书”而未能富贵,反令生活

愈发困顿、进途愈发偃蹇,所以其妻断言,若是箕子之妻“产而饭麦,麦亦借邻,葵或手折,以之祝儿,
亦未必不以富为第一义也”。这看似是志不得伸的士子与为生活所困的主妇间的矛盾,深层次折射

出来的却是当下的富贵安逸与可能的仕宦功名的冲突。一旦“可能”遥遥无期或难以企及,难免没

有愤激之语。
追求“寿富”可视为对人生意义的初次规划。所祈求的或许只是得享天年、衣食无忧亦或家道

小康而已。还有一些诗人,认为富贵由天,非人力可致,于是便希望新生儿聪明、贤能,进而在仕途

上有所收获。

三、愚鲁或聪明:东坡范式之影响

苏轼《洗儿戏作》谈到了聪明与愚鲁,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

鲁,无灾无难到公卿。”[22]诗中的愤世嫉俗之意,宋人即已明了。吴芾在《七夕戏成二绝》其二中效

仿此诗写七夕,诗云:“寄语天河牛女星,人人乞巧望聪明。老夫养拙生憎巧,只要冥心度此生。”[23]

由洗儿到乞巧,苏轼与吴芾皆一反常态,不望聪明,反求愚鲁与养拙。至于洪适《八月下旬观邸报二

绝句》其二所说“叹息东坡老,聪明误一生。不须多识字,捷径自横行”[24],当是针对时局有感而发,
与苏轼一样作愤激之语。从吴芾到洪适,仅取苏轼之反语,已经远离了洗儿的语境,有几分舍筏登

岸之意。辛弃疾《清平乐·为儿铁柱作》词所说“从今日日聪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铁柱,无
灾无难公卿”[25]与刘克庄《骥孙晬日》诗所谓“顾我高明惭父祖,愿儿愚鲁至公卿”[26],皆是自苏轼洗

儿诗而来,可谓是尺寸古法,未移半步。
此诗在朝鲜流传甚广,虽然许多诗人都意识到苏轼“愚且鲁”之说为激愤之语———如朴胤源《戒

子》诗即称“东坡愿愚鲁,激哉非正义”[27],但仍有很多洗儿诗在“聪明”与“愚鲁”之间依违纠葛。
都汉基(1836-1902)在1880年45岁时作《洗儿诗三首》,其一云:“聪明才智岂人为,都在天资

禀受时。才知聪明非所望,家声幸保免愚痴。”[28]聪明才智乃是天资禀受,非关人力,所以未敢期待

聪明,只愿幸保家声、以免愚痴而已。苏诗有反语,有反讽,都汉基这三首诗却纯是正说,无论是不

敢望聪明,还是其二的“愿汝一生康且健,无令病父恼心神”与其三的“屈指算儿成长日,嗤然一笑但

搔头”,都是语重心长的正说。
诗坛上既有像林光泽(1714-1799)《宽儿生男》“儿曹愚鲁元吾愿,休把桑蓬射四方”[29]、许传

(1797-1886)《除夕识怀》“惟愿愚且鲁,命如南山石”[30]、金允植《三驹三日洗儿诗》“但愿一生守愚

鲁,休将八字问穷通”[17]329这样依苏轼诗意而创作的,也有像朴准源、尹愭等不以为然反其意而行的。
先看金允植之诗。这首《三驹三日洗儿诗》当于壬子年(1912)为季子三驹举行洗儿仪式而作,

诗云:“老马生驹颇骏雄,长嘶跃出渥洼中。眼前已有食牛气,日后须看跨灶风。但愿一生守愚鲁,
休将八字问穷通。残年心事浑无赖,微尔谁能慰乃翁。”三驹即季子金裕邦,其出生时,金允植已78
岁,《次韵答末松青萍》诗云“老马生驹已晩时,岂真历块绝尘姿。但求谨慎守家法,他日人称长者

儿”[17]538,“老马生驹已晩时”可与此诗“老马生驹颇骏雄”并观。洗儿诗以“老马生驹”起笔,首颔二

联写出季子不凡之态。颈联笔锋一转,联想到自己的出处遭际,不由咏叹要安守愚鲁、无问穷通。
尾联笔调又是一转,若无三驹来世,“谁能慰乃翁”? 复又透露出几分温馨之感。

朴准源(1739-1807)《答宗舆》说:“今日晬盘之戏,吾未见,甚郁。但愚鲁公卿之诗,汝又诵之

耶。东坡之言,虽出于一时讥世之意,而后之不教子弟者,以此为借口,坏人材、败风俗,未必非此等

语也。吾尝薄此诗,改之曰:‘我愿儿生贤且明,有才有德为公卿。’此意如何。”[31]朴氏“后之不教子

弟者,以此为借口,坏人材、败风俗”云云,与李晚秀(1752-1820)《寄儿》中“坡老愿愚鲁,愤俗非教

术”[32]之说并无二致。苏轼有感而发,有激愤处,若说此诗“坏人材、败风俗”“非教术”,则真有几分

求全责备了。



尹愭(1741-1826)对苏轼此诗“意甚鄙之”,1765年他25岁得子后“反其意而步韵”,作《余今

年二十有五而始有弄璋之喜偶读苏诗有曰人皆生子愿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

难到公卿意甚陋之因反其意而步其韵凡四首聊以为孩儿之祝辞云尔》诗四首:“苏翁生子厌聪明,未
必聪明误一生。但使聪明仍好学,时来何患不公卿。”“元知愚鲁胜聪明,能学颜曾不愧生。堪笑望

儿愚且鲁,区区但愿到公卿。”“洪匀赋予我聪明,不恨聪明误此生。穷达在天行有命,浮荣何必羡公

卿。”“如愚若鲁是聪明,好德自然万福生。康宁寿考多男子,人爵傥来公与卿。”[33]12四诗虽侧重不

一,但大抵皆与苏意相悖。或重“时来”“行有命”,所谓时也,命也,一、三两首主要讲运命;或如其

二,哂笑“公卿”之求,未免格局卑小;或如其四,讲好德,讲康宁寿考,已与《洪范》“五福”有相合处了。
其实,苏轼洗儿诗乃游戏之笔,尹愭这四首诗未免没有游戏之意。那么,对于愚鲁、聪明,尹愭

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1810年他70岁所作《孙儿生名以七孙诗以祝之》,仍用苏轼诗:“七秩抱孙锡

汝名,更申嘉祝在初生。无隳先训斯为贵,克守拙规不羡荣。昔哲有言愿愚鲁,寒门何用赋聪明。
倘蒙天假传经业,胜似他人遗满籝。”[33]135这首诗可以用“不羡荣”“传经业”六个字来概括,简单地说

就是要克守拙规、诗书传家。在这首诗里,尹愭以一句“寒门何用赋聪明”将苏轼引逗起的“愚鲁”
“聪明”之辨弃而不论,只以“传经业”鼓励其孙。如果将尹愭得子后的四首诗看成游戏之笔,有几分

与苏轼辩驳的意味,那么这首诗则是诗人正襟危坐的言说,所吐露的或许是内心真实的想法———这

种想法很有意思,开始由“愚鲁”之辨及其背后暗含的仕宦功名向读书、向诗书传家转变。

四、业儒:科举背景下的读书之路

一般而言,诗书与功名非但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看还是统一的。自中国开科举以来,考取功

名、走向仕途几乎是士子们一朝成名的必由之路。高丽光宗九年(958),朝廷采纳双冀建议,仿唐代

建立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诗赋经文之类,教材也是中国的儒家经典[34]359。1392年,李氏朝鲜定

鼎后,继续实行科举制,“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

度”[34]360。朝鲜科举一直沿用了936年,可以想象科举对士子们的影响力。
一些诗人意识到,不但是富贵,就是功名、寿夭等,也常常非人力所及,个人能够掌控的唯有勤

勉读书、砥砺前行。72岁的李森焕(1729-1813)在《外曾孙晬盘祝辞》中说:“昔坡公生儿‘愿愚且

鲁’,此有激而云也。然聪明禀于有生之初,非可祷而得。凡人生子,莫不愿寿富。然寿富系天,又
不可容人力其间。故惟取其可自勉者祝之,愿儿之读书修行也。读书则悟解众理,见识日富;修行

则忠信笃敬,无往而不自得。由是而勉焉则终身行之,有余裕矣。”[35]聪明乃人之禀赋,寿富由天,
此数者皆非可祷、可求者。可力行的,只有读书修行,他“以家学渊源,克承先业。文章学问,名于世

而可不朽于百代;经纶实行,措诸时而可无愧于古人”,但却因其“既不得拔身立朝,勋庸未著于朝

廷,膏泽不及于生民”,能传于后世而不泯者,惟有著述而已,李氏可能因之而有“读书修行”之论。
其实,除去聪明、寿富,功名往往也不是“求仁得仁”的,与其将心血与精力全都押在功名仕宦

上,倒不如鼓励后辈先从读书做起。所以洗儿诗中出现了许多鼓励读书的期许,也在情理之中。

1898年,53岁的李世钢(1846-1917)在为其孙举行洗儿礼时,也写下了《洗儿》诗,意识到“功名寿

夭应前定,愚鲁聪明且勿论”,所以他的期待便是“但愿学文承绪业”[36],所谓“学文”,即是娴习儒家

典籍。
有意思的是,宋代朱松有两首“非儒”之诗《洗儿二首》,宁愿其子从戎也不愿从儒:“行年已合识

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举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掀须。
厌兵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37]朱松有意“助征戍”所洗之“儿”,便是在中国和朝鲜历史上

地位极为尊崇的大儒朱熹。朱熹出生的建炎四年(1130),正是南渡不久,处于世乱动荡之际,故其

父乃有弃屠龙而转征戍之说。高丽末期,安珦有感于“兵戈之余,学校颓坏,士不知学,其学者喜读

佛书,崇信其杳冥空寂之旨”,尝于中国得见朱熹著述,颇能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于是“从



元朝抄写了朱子书籍的有关内容,还临摹了孔子和朱子的真像带回国内”,之后“以成均馆为中心逐

渐开展儒学的中兴运动,为以后传播朱子学打下了基础”;而“正式大规模传播朱子学则是始于李

穑”,他在元朝担任了三年国子监生员,回国后任成均馆大司成,致力于培养人才,从此“掀起了朱子

学传播的热潮”[38]。
李朝一改高丽王朝儒、释、道三家并行的风貌,大力推行儒教,朱子之学大盛。朝鲜士子对朱熹

及其学说极为服膺,爱屋及乌,推及朱熹之父朱松之诗,不但点化还时常次韵。金兴洛(1827-
1899)即有《小孙百日次韦斋洗儿韵》两首:“吾生早已判头颅,世味咸酸老更疏。赖有儿孙方拟后,
免充耘耔且敦儒。”“家声坠落吾无面,人事悲欢尔挽须。残景几何深有望,户门多少总于渠。”[39]

1887年时,诗人已61岁,遂有“吾生早已判头颅,世味咸酸老更疏”之感。在他看来,儿孙敦儒,庶
几可免农桑耕种之苦。诗的第二首承上,正因为敦儒能保家声不坠,能保户门光大,能于此衰景残

年之中深有期待。再如朴庆家(1780-1840)的《一一郎再度用献靖公洗儿韵》也用朱松诗韵:“化婆

赋汝好头颅,五岳三停不鄙疏。坡老愿生愚鲁子,韦翁怜作苦辛儒。迨吾向晚犹黄口,计他成功已

白须。阅户光栏何敢望,保声承祀赖存渠。”[40]颈联以“愚鲁子”“苦辛儒”概括苏轼、朱松洗儿诗,真
可谓精当。尾联希望其能“保声承祀”,这与李斗勋(1856-1918)《洗儿二首》其一“双鬓二毛君莫

笑,家声昌大此雄儿”[41]、李万相(1857-1899)《洗儿诗》“愚鲁公卿非所愿,家庭诗礼赖将期”[42]有
相通之处,都是希望能够光耀门楣、昌大家族。

五、赐名:即刻生效的期待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43],“嘉名”往往寄予着希望。宋人梅尧臣晚年得子,欧阳修

创作了一首《洗儿诗》以庆贺,梅氏在和诗《依韵答永叔洗儿歌》中讲了其子得名的缘由:“夜梦有人

衣帔蜺,水边授我黄龟儿。”[44]

朝鲜诗人也常在洗儿时赐名,如上文与其妻辩论的赵存荣,在几乎理屈词穷之际,以梦中先人

所告作结:“向于是儿之任也,梦吾先人会宾于堂,荐于庙曰:‘某之子生,是为吾家好子孙,请名之。’
宾曰:‘宜名相纯。’今儿果男矣,盖相者,助也、佑也;纯者,大也、一也。与夫所谓五祝者,何如也?
遂名之曰‘相纯’。”[21]242朴远锺(1887-1944)《和直夫洗儿诗》给新生儿起名“元和”,“肇赐以嘉名,
元和最得宜。元取义经义,和用思传辞。他日儿能践,贤圣亦可期”[45]。除赐名外,赵、朴二位还在

诗中对所选之名进行了字义阐释。无论是梦中得名,还是现场赐名,名字所包含的都是对于新生儿

的期待。“寿富”“聪明/愚鲁”“业儒”等主要着眼于对一段较为久远的未来的期待,这种期待可能实

现,也可能无法实现;而赐名则在当下随即生效,是一种即刻发生的期待,这种期待无论实现与否,
都将伴随终生。

洗儿以及赐名活动,也是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朴灿瑛(1736-1771)在其父离世

后,连生三子,其《洗儿》诗小序说:“余自失先君子以后,连生三子,先君子若在,则岂非至乐,而乃不

知为乐,而悲之者多矣。且福以命名者,非独拟于此儿,而实并硕、喆两儿而期之也,聊作洗儿韵以

遣怀焉。”除去赐名、祈福,流露出来的满满的都是对先父的回忆与怀念:“先人不在尔生迟,弄璋之

称我则悲。洗以兰汤祈以福,冥冥应护此三儿。人情必喜见孙儿,尔辈胡违乃祖时。只应汝父真诚

薄,天降三孩到此迟。先君阴德有斯儿,昌大吾门庶可期。洗尔之身心与性,家传清白愿无隳。”[46]

“先人不在尔生迟”“尔辈胡违乃祖时”乃是慨叹父去之速与子来之迟,其三则称幸有先君阴德,方才

降有斯儿,不仅要洗身,更要洗心灵、洗性情,只有清清白白,才能不坠家风。
与朴灿瑛借洗儿诗怀念先父相似,郑德永(1885-1956)在《洗儿诗》中以“眉目秀而朗,应是先

慈赐”敬念先人。起名时,诗人写道:“赐汝以名元,众善皆由始。四时春敷荣,五性仁包旨。汝能体

此义,无使名汝耻。”[47]以“元”命名,正因其是众善所始,就像四时由春开始繁荣,仁为“仁义礼智

信”五性之端一样,若能体悟到其中蕴含的道理,并能身体力行,一定会无损令名、无坠家声。



宋代王十朋《万先之生两男作洗儿歌贺之》诗写道“相对抱持翁妪喜,眉目分明巧相似”[48],写
喜主抱持新生儿,越发感觉眉目相似,欣喜欢快的画面感很强,朴灿瑛、郑德永洗儿诗写的是与先

父、先慈的联系。其实,无论是已逝去的先人还是抱持着的“翁妪”,无论是缺席抑或是在场,对他们

而言,新生儿都是这个家庭甚或这个家族的希望,承先贤以承后昆,洗儿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敬

念先人、和睦亲族的意义。

六、余 论

洗儿本为流行于唐宋时期的一种民俗活动,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边陲、由汉民族地

区到少数民族地区、由唐宋以至于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这一习俗也传入了朝鲜,使得朝鲜也深受洗

儿习俗的影响,有三天也有七天举行洗儿仪式的,这一点与中国很相似;此外,朝鲜人还特别注重敬

拜产室之神,例如安国弼曾在洗儿时“谨用朱韦斋先生《洗儿诗》韵以祈于产室之神。事涉猥越,而
以叙余本情云尔”[18],朴元默得子后也在《十月十八日生男》诗中说“产神恩德大如天,生子吾家上

甲年”[19]。
朝鲜诗歌从三国时代便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洗儿诗亦不例外。从用语来看,多用杜甫《徐卿

二子歌》、苏轼《洗儿戏作》以及朱松《洗儿》等诗歌典实。就作者而言,金允植、尹愭等人创作了较多

的洗儿诗歌,仅就金允植而言,除了之前论及的《奉酬郑葵园贺子诗十三韵》《三驹三日洗儿诗》两首

之外,他还曾为其孙、其曾孙分别写过《孙龙寿三日诗》《曾孙虎曾三日诗》,这使得金允植成为为次

子、季子和其孙、曾孙都写作过洗儿诗的诗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鲜文坛对于洗儿习俗与洗儿

诗歌的重视。
从诗中对新生儿的长远期许来看,可用“寿富儿”“愚鲁子”“苦辛儒”三个词来概括。如果说“寿

富”侧重于生命长度与生活富足,那么“愚鲁”之说就是侧重于天资优劣,只是朝鲜诗人惯于借用苏

轼诗典故来表达诉求罢了。就其内心来讲,当然也包括苏轼在内,无论是生子“愚鲁”也好,聪明贤

能也罢;无论是“到公卿”也好,还是“区区公卿”也罢,诗人们所希望的或许只是晚辈能够仕途顺遂

而不偃蹇而已。明人张萱在评苏轼与朱松洗儿诗时说:“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时、
作此诗,亦世道之不幸乎。”[49]此说确然,如果不是身经无妄,苏轼何必如此讥讽;如果不是遭逢乱

离,朱松又何尝如此非儒?
除去几乎没有异议的“寿”不谈,从“富”到“愚鲁”体现出由物质到仕宦的转变。一旦人们意识

到了“寿”“富”,特别是仕宦功名非人力所及,对新生儿的期待便又转向了诗书传家层面。但正如上

文所指出的,能够通过诗书、通过科考进而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的读书人一

箪食、一瓢饮,甚至要借麦于邻,此种境地下,是“不堪其忧”还是“不改其忧”? 到底是追求寿富,是
追求公卿,还是诗书传家? 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创作了洗儿诗的诗人们心中才有答案。

洗儿之时常有赐名之举,洗儿诗中多对所赐之名进行阐释,也体现了对于新生儿的期待。赐名

与洗儿一道,成为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以往多关注域外汉籍与中华传统文化

的紧密联系,认为域外汉籍“对中国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做出了呼应,对中国古籍所提出的问题,或
照着讲,或接着讲,或对着讲。从公元八世纪以降,构成了一幅不间断而又多变幻的历史图景,涉及

到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历史、教育、文学、艺术、医药、民间信仰和习俗等各个方面,系统而

且深入”[14]2。洗儿,由民间到宫廷,由中原到边陲,再由中国到朝鲜。它在朝鲜的传播与流衍,呈现

出民俗与文化的交融,恰好可以视为东亚汉文化圈形塑过程中的鲜活案例。东传朝鲜,最终实现了

洗儿与洗儿诗的跨国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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